
【摘要】 本文基于对4739名3岁以下婴幼儿发展的调查数据，采用倾向

值匹配方法，考察家庭流动对婴幼儿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真实状态

下，流动婴幼儿发展显著落后于非流动婴幼儿；在控制个体特征、家庭层面

的混淆因素后，流动婴幼儿与非流动婴幼儿在早期发展上并不存在统计意

义上的显著差异；倾向值匹配后，不同亚群体中家庭流动对婴幼儿发展的影

响均不显著。为保障流动家庭及婴幼儿的公共服务权益，政府应着力构筑

流动家庭社会保障政策体系，呵护流动家庭婴幼儿起点公平。

【关键词】流动家庭 婴幼儿 早期发展 倾向值匹配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在城镇化进程中，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大规模持续流动，城市流动儿童日益增多且

呈现低龄化特点。据《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显示，流动人口呈现出家庭化流动趋势加

强、流入人口的家庭规模有所扩大的趋势［1］。随着流动家庭的大规模增加，流动儿童数量也

不断扩大，尤其是低龄流动儿童［2］。携带年幼子女流入发达城市是流动家庭兼顾工作与父母

责任做出的家庭决策，旨在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同时也为子女发展谋求更优质的条件。然

而，受制于严格的户籍制度，流动家庭及子女在教育、医疗等城市资源获得方面存在障碍［3］，

这些制度性障碍对婴幼儿发展的不利影响已成为流动家庭适应城市生活、投身城镇化建设的

后顾之忧。

那么，流动婴幼儿在发展方面处于不利地位吗？家庭流动会影响婴幼儿发展吗？流动对

婴幼儿发展的影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将流动儿童和非流动儿童置于同一研究框架内，

把流动属性外可能影响婴幼儿发展的混杂因素剥离出去，如性别、家庭背景、父母教育期

望，考察流动本身是否影响婴幼儿发展。鉴此，本研究运用倾向值匹配法（Propensity Score

家庭流动对儿童发展的影响
——基于流动与非流动婴幼儿的倾向值匹配分析

洪秀敏 刘倩倩 张明珠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北京 100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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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ching，PSM）［4］，控制对婴幼儿发展有影响的协变量，为流动本身是否能影响婴幼儿发展这

一问题提供更客观、科学的答案。

在我国，流动人口之所以成为流动人口，最关键的不在于其是否流动，而在于其是否具有

当地的户籍［5］。户籍制度是我国的一种社会制度。在此制度下，个体被归为农业人口或城镇人

口两类不同的群体。然而，户籍制度不仅是一种单纯的人口管理手段，更是一种社会群体分

层制度，即将本来平等的群体划分为不同社会层级，使人们按户籍身份的差异不平等地获

得社会资源［6］。改革开放以后，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从欠发达地区流入发达地

区。但该群体的户籍并未改变，因此进城务工的农业人口便形成了规模庞大的流动人口。

在严格的户籍制度下，城市婴幼儿内部也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流动婴幼儿群体。根据2015

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显示，我国0－17岁流动儿童总量达到3426万，其中0－5岁低

龄儿童达到1053万［7］。因户籍性质不同，流动婴幼儿和非流动婴幼儿享受着不同的社会资

源。实证研究发现，城乡二元结构所带来的不同社会群体所获得社会资源的差异已经在婴幼

儿群体中扩散，并出现了代际固化趋势［8］。

在人口大流动的社会背景下，流动儿童的发展问题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和关注。有研究认

为，在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影响下，流动儿童多方面发展处于劣势地位［9］。根据动力系统理论的观

点，不同的社会和文化情境会导致个体产生不同的发展特点和机制［10］，流动儿童和非流动儿童受

户籍限制经历了不同的社会、家庭、学校文化环境［11］，在发展方面存在着差异。实证研究也支持了

这一观点，结果表明流动儿童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等多方面发展落后于城市儿童［12－13］。周皓等

发现，流动儿童与非流动儿童在学业成绩上存在显著差异［14］。何光峰的研究进一步表明，流动儿

童学业成绩较差者占比为20%，而同龄儿童学习成绩较差者仅占3.3%［15］。一项追踪研究也显示，

流动儿童的学业成绩显著低于非流动儿童［16］。在社会和心理适应方面，与非流动儿童相比，流动

儿童的社会文化适应和心理适应处于较低水平［17］。流动儿童总体城市融入程度显著低于其他儿

童［18］。针对非流动婴幼儿和流动婴幼儿的评估也发现，流动婴幼儿比非流动婴幼儿的依恋关系

更不稳定，也表现出较差的社会适应能力和更多的外显行为问题以及失调问题［19］。在心理健康

方面，多数研究得出了较为相同的结论，即认为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状况比其他儿童较差［20］。

由此可见，现有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即相比非流动儿童，流动儿童在学业成绩、社会适应、心

理健康等方面发展相对落后。但该差异是由流动属性产生的还是因为其他因素，无法从现有

研究结论中获得。这是因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教育期望等均可能影响儿童发展，而流动儿童

在这些方面的获得与非流动儿童存在显著差异［21－22］。已有研究发现，户籍身份处于不利地位

的儿童，更有可能来自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弱势家庭［23］，即流动儿童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可能更低。不同户籍的父母教育期望存在高度异质性，农村父母的教育期望显著低于城市父

母和流动父母［24］。因此，需要进一步探究流动儿童和非流动儿童的发展差异是因为家庭流动

带来的结果，还是由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教育期望等其他因素所致。

实际上，有研究认为，家庭流动并不是影响流动儿童和非流动儿童存在发展差异的关键

因素［25］。与家庭流动相关的背景变量或其他变量同样显著影响儿童发展。国内外研究表明，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低，儿童的问题行为越多、学业成绩越差［26］；父母教育期望是子女教育获

得的重要因素，适宜的教育期望有助于增强子女学习动机［27］。此外，儿童性别、年龄、教育经历

等个体特征，子女数量、养育主体等家庭背景特征会影响儿童发展。儿童语言、认知等多方面

发展在性别、年龄、教育经历、子女数量、养育主体上存在显著差异［28－29］。由于这些混淆变量的

存在，使得家庭流动对儿童发展的影响无法明晰。一项针对“流动”对儿童学业成绩效应的研

究表明，当控制了个人、家庭、学校方面的混淆变量后，流动儿童与城市本地儿童在学业成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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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显著差异［30］。因此，为考察家庭流动是否真正影响儿童发展，需要抽离儿童个体特征和

家庭背景变量，单独考察家庭流动对儿童发展的净效应。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关于流动和非流动儿童的对比研究多以义务教育阶段、学前教育阶段

的流动儿童为研究对象，3岁以下低龄流动婴幼儿群体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婴幼儿时期是

个体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影响着学前教育、义务教育乃至未来人生的综合发展。为避免因早

期公共资源获得的差异而影响个体终生发展，有必要聚焦流动儿童群体中的婴幼儿群体，关注

流动婴幼儿发展情况，厘清流动婴幼儿发展与非流动婴幼儿发展的差异，及时采取缩小早期发

展差距的干预措施。

运用倾向值匹配法，可以控制流动婴幼儿和非流动婴幼儿在相关变量上的分布差异，即将

家庭流动视为一种自然干预，忽略混淆变量产生的内生性问题所带来的估计结果偏差。因此，

本文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基于婴幼儿早期发展的重要性，将婴幼儿个体特征（性别、年

龄、入托经历）和家庭背景特征（子女数量、养育主体、教育期望、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作为协变

量，采用倾向值匹配模型，探索并估计家庭流动属性对婴幼儿发展影响的净效应。

二、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北京作为我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是我国经济发达地区之一，流动人口总数常年位居全

国前列。因此，在北京市考察家庭流动对婴幼儿发展的影响，其结果具有一定代表性。考虑到

本研究聚焦3岁以下婴幼儿，为避免父母年龄对婴幼儿发展的无关影响，将父母年龄限制为青

年阶段。依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 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相关规定，选择青年父母，即年龄在35岁以下、符合法定适婚年龄。

依托北京市卫健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处、妇幼保健院、社区服务中心、托育机构等，采用

方便取样法，对北京市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进行问卷调查。在父母知情同意后，共收集到5023

份家庭的问卷数据。为规避被试效应，问卷调查采取匿名作答形式，且不收集社区、托育机构

名称信息。删除无效问卷后，最终得到4739份有效问卷，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4.3%。在所有婴

幼儿家庭中，共包含1154个流动家庭（24.4%）及3585个城市家庭（75.6%）。

（二）变量描述

1. 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婴幼儿发展。研究采用《照护者报告版早期发展工具（缩减版）》（Caregiv-

er Reported Early Development Instruments－Short Form）考察婴幼儿在动作、语言、认知、社会性等

多方面发展情况。该量表由哈佛大学团队研发，已经被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研究者广泛运用，

适用于考察3岁以下婴幼儿多个方面的综合发展情况［31］。量表依据婴幼儿年龄，每6个月龄设计

一个分量表，每个分量表均20个项目，依据婴幼儿月龄邀请家长填答对应的分量表。量表采用

“0”“1”计分，以各项得分之和衡量婴幼儿发展水平，得分越高，代表发展水平越高。

鉴于该量表尚未在中国运用，本研究在保持原有意义不变的前提下翻译该量表，根据中国

文化背景和语言表达习惯对部分项目表述进行修订，使其更易于我国婴幼儿父母理解。在此

基础上，为验证问卷在中国婴幼儿父母群体中的适用性，进行信度、效度检验。结果表明，各年

龄阶段数据均显示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大于0.8，表明量表信度较好。除卡方值因样本量较大

外，每个年龄阶段的验证性因素结果各项指标均符合统计学指标，即CFI、TLI值均大于0.95，

RMSEA值小于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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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变量

本研究的自变量为“是否流动”，为二分变量。“流动”即代表流动婴幼儿，赋值为“1”；“未流

动”即代表非流动婴幼儿，赋值为“0”。

3. 协变量

倾向值匹配法中的协变量指在接受处理之前就确定的变量，而非受到处理影响的变量。

此外，除影响自变量的协变量应纳入匹配模型之外，影响结果变量的混杂因素也应纳入匹配模

型以提高估计的精确度。基于该原则，本研究中的协变量包括影响个体户籍类型的变量以及

影响婴幼儿发展的变量。

借鉴相关研究和经验，本文选择将个体层面、家庭层面的7个因素作为协变量。个体层面

共选择婴幼儿性别、年龄、入托经历作为协变量；家庭层面共选择子女数量、养育主体、教育期

望、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作为协变量。其中，选取家庭收入、父母双方受教育程度、父母双方职业

作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测量指标，并将其进行量化处理［32］。最后，参考已有研究，将家庭收

入、父母双方受教育年限、父母双方职业5个变量转换为标准Z值后再进行求和，即每个家庭社

会经济地位值［33］得分越高，表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在本研究中，家庭社会经济地位5个

指标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13。变量描述及编码方式见表1。

表1 协变量描述及编码方式

协变量

个体层面

家庭层面

名称

性别

年龄

入托经历

子女数量

养育主体

教育期望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内容及编码方式

男=1，女=0

0－5个月=1，6－11个月=2，12－17个月=3，18－23个月=4，
24－29个月=5，30－35个月=6

入托=1，未入托=0

以父母汇报数量衡量

父母主要养育=1，除父母外的其他人为主要养育者=0

高中=1，本科=2，硕士研究生=3，博士研究生=4

（1）家庭收入：5000元及以下、5001－10000元、10001－15000元、15001－20000元、

200001元及以上分别编码为1－5。（2）父母受教育程度：高中及以下、大专、

本科、研究生分别编码为1－4。（3）父母职业：临时工、体力劳动者、一般管

理者、中层管理者、高层管理者分别编码为1－5。

（三）统计方法

选择倾向值匹配作为准实验研究方法。倾向值匹配最早由 Rosenbaum＆Rubin提出，

其目的是通过控制倾向值来减少选择性误差对研究结论的影响，从而保证因果结论的可

靠性［34］。本研究统计步骤如下：（1）考察匹配前流动婴幼儿和非流动婴幼儿在个体特征、家

庭背景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2）运用Logistic模型估计婴幼儿被分配到流动婴幼儿组的倾

向分数。（3）基于倾向值，采用不重复降序最近邻匹配方法（1:1），从流动婴幼儿和非流动婴

幼儿中找到倾向值最相近的个案，以获得用于分析的干预组与控制组样本。（4）进行平衡性

检验。基于新生成的匹配样本，检验流动婴幼儿与非流动婴幼儿在所有协变量上的分布是

否达到均衡。如果所有协变量不存在显著的组间差异，则匹配成功。（5）利用新匹配的样本

来估计户籍属性对婴幼儿发展的影响。（6）在子样本中，再次检验流动属性对不同亚群体中

婴幼儿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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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果分析

（一）倾向值匹配前：家庭流动对婴幼儿发展的影响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流动婴幼儿和非流动婴幼儿两组样本的发展差异。结果表明，流

动婴幼儿和非流动婴幼儿发展存在显著差异，流动婴幼儿发展显著低于非流动婴幼儿。

表2 流动婴幼儿与非流动婴幼儿发展的差异检验

婴幼儿发展

均值（标准差）

流动婴幼儿

16.80（3.26）

非流动婴幼儿

17.10（2.77）

t值

3.04

p值

0.002

（二）倾向值匹配检验

1. 流动婴幼儿和非流动婴幼儿在协变量上的差异检验

为检验流动婴幼儿和非流动婴幼儿在个体特征、家庭背景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本研究对

相关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并对匹配前两组间的变量进行t检验。

结果显示：流动婴幼儿和非流动婴幼儿在个体特征、家庭背景方面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

（见表3）。流动婴幼儿多是女孩，年龄较大，入托比例较小，父母教育期待较高，家庭社会经济

地位较低。在倾向值匹配中将对上述干扰因素进行控制，以考察户籍性对婴幼儿早期发展的

“净效应”。流动婴幼儿和非流动婴幼儿在养育主体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倾向值匹配中不

控制这一变量。

表3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个人特征：

性别

年龄

入托经历

家庭背景：

同胞数量

养育主体

教育期望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注：该表显示变量的均值，括号内为标准差。

流动婴幼儿

0.56（0.50）

3.80（1.57）

0.53（0.50）

1.27（0.55）

1.39（0.85）

3.97（0.94）

－0.87（3.67）

非流动婴幼儿

0.66（0.48）

3.29（1.56）

0.67（0.47）

1.35（0.64）

1.39（0.77）

3.79（1.04）

0.50（3.20）

t值

5.682

－7.041

8.226

4.322

0.237

－5.140

11.110

p值

0.000

0.000

0.000

0.000

0.813

0.000

0.000

2. 倾向指数估计：Logistic模型

根据倾向值匹配的分析步骤，使用Logistic模型估计倾向值。在倾向值进行Logistic回归

前，依据已有研究结果与研究经验确定引入匹配模型中的协变量。如表4所示，研究结果表明，

婴幼儿性别、年龄、入托经历、子女数量、教育期望、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显著影响户籍属性。在

本研究中，性别为女孩、年龄越大、未入托、家庭子女数量越少、父母教育期望越高、家庭社会经

济地位越低，越可能属于流动婴幼儿群体。

倾向分数模型估计结果验证了流动婴幼儿与非流动婴幼儿在个体特征和家庭背景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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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异质性。因此，应客观地评价户籍对婴幼儿早期发展产生的因果效应，有必要运用倾向

值匹配方法。

表4 倾向指数估计：logistic模型估计

个人特征：

性别

年龄

入托经历

家庭背景：

子女数量

养育主体

教育期望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系数

－0.251

0.229

－0.245

－0.253

0.102

0.310

－0.172

标准误

0.112

0.031

0.081

0.082

0.096

0.047

0.015

Wald

5.041

54.888

5.708

9.569

1.132

44.391

130.932

p值

0.025

0.000

0.020

0.002

0.287

0.000

0.000

Exp（B）

0.778

1.258

0.792

0.776

1.107

1.364

0.842

（三）倾向值匹配后：家庭流动对婴幼儿发展的影响

1. 倾向值匹配后的平衡性检验

通过平衡性检验（Balancing Test）是应用倾向值分析首先要满足的前提条件，该检验主要考

察了匹配是否能平衡相关混淆变量的分布，要求处理组和控制组混淆变量在匹配后不存在系

统差异。本研究主要采用Logistic回归，对匹配成功的608对流动婴幼儿和非流动婴幼儿进行

平衡性检验。Logistic 回归的考克斯－斯奈尔R2，反映了模型中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比例。

考克斯－斯奈尔R2越接近于0，说明经过倾向值匹配后，混淆变量几乎不能再对处理效应提供

新的信息，即匹配后两组样本在所有用到的协变量上都不存在系统差异。

结果表明，匹配之前的考克斯－斯奈尔R2为 0.297，匹配后考克斯－斯奈尔R2降低为

0.078，说明经过倾向值匹配后，混淆变量几乎不能再对处理效应发挥作用，通过了平衡性检

验。可见，倾向值匹配效果尚佳，可进行后续的分析和比较。

表5 倾向值匹配后协变量平衡性检验

个人特征：

性别

年龄

入托经历

家庭背景：

子女数量

教育期望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系数

-0.150

-0.044

0.139

0.050

-0.001

0.006

标准误

0.117

0.1187

0.104

0.111

0.063

0.018

Wald

1.629

0.139

1.560

0.204

0.001

0.120

p值

0.202

0.709

0.193

0.651

0.992

0.729

Exp（B）

0.861

0.957

1.219

1.051

1.003

1.006

2. 家庭流动对婴幼儿发展的影响

各协变量都通过了平衡性检验后，便可估计家庭流动对结果变量的效应，即比较匹配样本

中流动婴幼儿和非流动婴幼儿发展是否存在显著差异。估计方法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两

组婴幼儿发展得分的差异。倾向值匹配方法的估计结果显示，在消除了是否流动的自选择效

应后，流动婴幼儿和非流动婴幼儿发展不存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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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流动婴幼儿与非流动婴幼儿发展的差异检验

婴幼儿发展

均值（标准差）

流动婴幼儿

17.02（1.99）

非流动婴幼儿

17.06（0.88）

t值

0.50

p值

0.621

3. 家庭流动对不同亚群体中婴幼儿发展的影响

鉴于不同条件下婴幼儿发展的情况不同，有必要进一步分析整体样本所获得的结论是否

适用于不同亚群体。因此，根据性别、年龄、子女数量将总样本分为六个子样本。与整体样本

的分析方法和步骤相同，在倾向值匹配后考察流动婴幼儿和非流动婴幼儿发展的差异。结果表

明：在进行倾向值匹配后，不同子样本中流动婴幼儿和非流动婴幼儿发展不存在显著差异，即控

制相关因素后流动婴幼儿和非流动婴幼儿发展不存在显著差异（见表7）。

表7 不同亚群体中流动婴幼儿与非流动婴幼儿发展的差异检验

性别

年龄

子女数量

注：为简化检验，年龄与子女数量仅各分为两个子样本。

男孩

女孩

0-1.5岁

1.5-3岁

独生子女

多子女

均值（标准差）

流动婴幼儿

17.05（1.82）

16.96（1.93）

16.96（1.94）

17.05（1.82）

17.05（1.82）

16.94（1.95）

非流动婴幼儿

17.06（0.87）

17.04（0.89）

17.05（0.90）

17.06（0.87）

17.06（0.87）

17.06（0.89）

t值

0.15

0.44

0.50

0.44

0.15

0.70

p值

0.881

0.661

0.581

0.661

0.882

0.485

四、讨论与建议

（一）客观看待家庭流动对婴幼儿发展的影响

研究发现，在匹配了个人层面、家庭层面因素后，流动婴幼儿与非流动婴幼儿发展之间差异

不再显著，家庭流动对婴幼儿发展的影响亦不显著。这一结论支持了已有研究，即控制个体特

征、家庭因素等混淆变量后，流动婴幼儿与非流动婴幼儿在发展上的差别不再显著［35］。整体而

言，在同等条件下，流动婴幼儿和非流动婴幼儿可以获得同等水平的发展，因而需正确、谨慎地

看待流动婴幼儿与非流动婴幼儿发展间的差异，避免将两类婴幼儿发展间的差异归因于婴幼儿

自身发展能力的不足。

尽管如此，不可否认的是，这一结论仅存在于倾向值匹配后的反事实情境下，真实情境下

流动家庭婴幼儿发展明显落后仍是需要正视的现状。在真实状态中，即倾向值匹配之前，本研

究结果表明，非流动婴幼儿发展好于流动婴幼儿。该结论可能的解释是，尽管家庭流动这一属性

并不是影响婴幼儿发展的关键因素，但家庭流动后所带来的资源获得和发展机会差异可能显著

影响婴幼儿发展。本研究同时还发现，相对于非流动婴幼儿，流动婴幼儿入托比例较低、家庭社

会经济地位较低，而这些因素均对婴幼儿发展存在着消极影响［36－37］。当然，这一推断需要实证

研究的进一步验证。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公民获得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需要以地方户籍身份

为凭证［38］，流动家庭在城市公共资源服务获得方面处于不利地位，也因此限制了流动家庭子女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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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文的结论有助于进一步了解非流动婴幼儿和流动婴幼儿之间的发展差异，为

构建更加公平的儿童福利政策提供实证依据。但对于流动家庭是否影响儿童早期发展这一问

题，不是单一研究或在短期内能够检验出结果的。未来研究需要综合考虑社会、经济、文化、制

度、地域、家庭、个体等多个因素，需要长期验证。

（二）构建流动家庭社会保障体系，呵护广大婴幼儿发展起点公平

本研究表明，在同等条件的理想状态下，流动婴幼儿发展并不落后于非流动婴幼儿，但仍

需客观看待真实状态下家庭流动对婴幼儿发展造成的不利影响。长期以来，户籍属性已经成

为城市婴幼儿获得更多资源优势的杠杆，加剧了公共资源获得的不公平，进而造成了社会阶

层分化与代际固化。因此，解决广大流动家庭的城市公共服务资源获得均等化需要打破户籍

制度这一人口管理桎梏。资源平等理论认为，在促进所有婴幼儿发展这一过程中，政府理应

发挥弱势补偿的功能［39］。因此，为了集聚人才，保障流动家庭及婴幼儿的公共服务权益，政

府应着力构筑流动家庭社会保障政策体系，呵护家庭婴幼儿起点公平。结合研究发现，提出

以下建议：

一是打破户籍制度的限制，确保流动家庭获得平等的公共服务资源。政府应将城市治理

与公共服务的对象确立为城市的实有人口而非户籍人口，打破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在教育、

医疗、城市公共服务资源等方面的福利区隔［40］。对于随父母迁入城市的流动儿童，应让他们与

城市家庭子女获得同等的早期照护服务，如母婴保健、婴幼儿照护服务、社区公共服务，使流动

家庭及子女也能共享城市改革发展成果［41］。

二是建立专门针对流动家庭的社会保障政策，有针对性地支持流动家庭及子女发展。政

府应提高服务水平，发挥自身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过程中的补偿作用，适度增加城市公共服务

资源供给，并向流动家庭倾斜。通过发放流动人口育儿津贴或减免税费等经济支持政策，对流

动家庭因照护婴幼儿而支付的成本进行直接或间接补偿。此外，还可通过家长培训、育儿图书

发放、育儿知识网上推送等途径，加大对流动家庭的信息支持，指导流动家庭科学育儿，弥补家

庭环境对婴幼儿发展的不足［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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